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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訊技術的革命及社會結構的轉變如何影響個人核心網絡的
規模，是近來西方社會學者激烈爭辯的問題。本文以相隔二十年
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臺灣人的核心
網絡規模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兩種不同網絡規模的測量，包含工
具性網絡及情感性網絡，都得到規模縮減的一致結果。本文首先
排除規模縮減是調查方法上的偏誤所產生的人為結果，接著討論
人口老化、結婚率及生育率下降、離婚率增高、高教擴張、婦女
勞參率增加及溝通科技等社會人口結構因素對於核心網絡規模縮
減的可能影響。核心網絡規模縮減，除了反映臺灣社會結構的變
化，也可能隱含臺灣人在倫常規範、人情關係、社會交換及家庭
角色等人際互動模式上的改變，有待後續學者進一步的分析。

關鍵詞：個人網絡、核心網絡、網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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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Core Network Size in Taiwan: A 
Comparison between 1997 and 2017 Surveys

Kuo-Hsien S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ociologists have long been interested in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on personal networks. Using data from 1997 and 
2017 Social Change Survey social network modul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changes in confidant network size and social isolation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Results indicate a decline in core network confidants 
from 4.6 to 2.9, and an increase in degree of social isolation from 3% to 
19%. Methodological and substantive explanations for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Possible methodological artifacts include interviewer effect, 
respondent responsiveness, and questionnaire design, but in our view 
these do not represent complete explanations. We identified several rapid 
changes in demographics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might account for the core 
network decline, including aging population, high divorce rate, low fertility 
rate, growing education differentials, and increase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ur results underscore the need to consider both structural 
changes and cultural contexts when analyzing shrinking social network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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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資訊科技的革命及社群媒體的發展，毫無疑問地已經成為目
前推動社會變遷的最大動力。在全球的政治制度、市場經濟、大
眾文化發生的急遽變化之中，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人際關係與
人際網絡的轉變（Hampton et al. 2011; Sessions and Her 2011; 
Turkle 2011）在互動已經不受實體距離及空間阻隔的現代社會
中，無形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似乎成為唯一影響人際關
係的力量（Smith et al. 2014）。

宏觀社會的變化究竟如何影響人群關係，是一個歷久不衰的
經典社會學問題。涂爾幹關心現代社會分工與社會整合的關係，
探討個人與他人的連結方式和強度如何影響個人與社會的連帶關
係（Durkheim 1951; Durkheim 1997）。齊默爾的社會學關懷主
要在探詢個體與人群關係的形式與內涵如何影響個人的身分認
同（Simmel 1955）。社會學在美國的最初發展，也與都會社區
的形成、都市化對人群關係的影響等議題有關。對於個人網絡

（personal network）的研究興趣，可以追溯至 70 年代或更早的
社區研究（Freeman 2004）。早在資訊革命之前，很多社會學家
就對通訊技術（如電話、傳真機）及交通工具的普及如何影響社
會關係的議題十分感興趣。其中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是 Claude 
Fischer（1982）對加州居民的個人網絡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調
查。他試圖透過比較都市與郊區居民的人際網絡，來回答都市生
活是否會導致人際網絡品質下降的問題。他發現城鄉之間並沒有
明顯的差別，主要是因為⻑途電話成本降低及汽車的普及，使得
人們的接觸與溝通不受限於實體距離所致。

幾年之後，Ronald Burt 成功地說服了美國社會基本調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在 1984 年的 GSS 問卷中，加入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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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個人網絡的題組（Burt 1984）。但由於網絡問卷比一般的調查
成本更高，因此直到 2004 年，GSS 才二度重製這一題組。2006
年 McPherson 等三位學者在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上發表
了 “Social Isolation in America: Changes in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ver Two Decades”（McPherson et al. 2006），文中指出美國人的
核心討論網絡（core discussion network）的規模，從 1984 年的
平均 2.9 人降至 2004 年的 2.1 人，而沒有提名任何討論對象的
受訪者也從 1994 年的 8% 上升至 23%，增⻑有近三倍之多。此
發現與之前政治學者 Robert Putnam（2000）所提出的公民參與
率下降的論述一致，也與很多資訊專家及專欄作家對於網路科技
使人們愈來愈遠離真實的人際關係所提出的警告相符，此文發表
後立即引起媒體的注意，紐約時報以 “The Lonely American Just 
Got a Bit Lonelier” 為題來報導這篇文章（Fountain 2006）。這篇
文章在學界也引起了學者們的熱烈討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來自
Claude Fischer 所提出的挑戰。他針對 McPherson 等人的發現，
於同一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指出 2004 年調查得到的結果與
其他網絡研究的結果相當不一致，在調查設計或執行上也有重大
缺陷，因此認為美國人愈來愈孤獨是一個虛假的發現，並非真實
現象。除了方法上的原因，Fischer 也同時指出，在這一段期間
美國社會沒有顯著的人口社會結構變化可以合理解釋人際網絡急
遽縮小的現象，他認為在方法上或理論上沒有清楚的解釋之前，
學者應謹慎看待這個研究結果（Fischer 2009）。

儘管美國的研究引起不小的爭議，關於個人核心網絡是否發
生變化的研究仍紛紛在世界各地被重製（Fischer 2011; Hampton 
et al. 2011; Ishiguro 2018; Kim 2015）。雖然美國並沒有明顯的
社會變化可以解釋個人網絡的變化，但這個結論不一定能推論
到其他區域。尤其是東亞近年來急遽的社會變化（Hannum et al. 
2019; Raymo et al. 2015），對於社會整合及個人人際網絡都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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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很大的衝擊（Ishiguro 2018）。過去半世紀以來，臺灣經
歷了快速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變化，這些變化不但影響社會
發展，也有可能改變了社會結構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些宏觀
社會的變化，有些會強化人群的互動，有些則造成人際互動的阻
隔。例如都市化的發展、空間遷移流動的增加、職場及學校的隔
離下降、教育的擴張等，都增加了人們與不同社會背景及階層
的人之接觸機會，導致個人網絡日趨多元。另一方面，個人主
義的普及、社會不平等的擴大，也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
離，造成不同社會群體的封閉與隔離（closure）（DiMaggio and 
Garip 2012）。有些社會變化則同時具有社會整合力量，並也是
一種隔離過程（segregating process）。例如通訊及網路科技的發
展，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了人們溝通的成本，使得人們的接觸機會
及互動頻率大幅增加，有助於社會的整合與凝聚，另一方面，零
距離的社會空間也有可能使得人們在選擇互動對象上更具選擇性

（selective），導致人們更習慣處於同質的社會群體中而造成社會
的隔離（Parigi and Henson 2014）。

除了通訊科技的創新與普及之外，臺灣的其他社會變遷如政
治、經濟、人口及文化等，對於人際關係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東亞的社會及人口變化，是近年來最顯著、最急速的社會結構變
動（Hannum et al. 2019; Raymo et al. 2015）。這些人口、社會文
化、政治經濟等變化趨勢，使得臺灣社會充滿各種連結及阻礙人
際關係的動能，很難想像臺灣人的核心網絡在這些變化中能保持
不變。

在個人核心網絡的相關研究中，網絡的人數規模是最先
引 起 學 者 注 意 的 面 向（Blau 1977; Dunbar 1992）。 核 心 網 絡
規模被認為是影響地位與流動（DiMaggio and Garip 2012; Lin 
1999; Marsden and Hurlbert 1988）、健康與生活滿意（Lim and 
Putnam 2010; Perry and Pescosolido 2015; Smith and Christ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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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的重要因素。目前在歐美對於網絡規模是否縮減的實證研
究有不同的結論（Brashears 2011; Paik and Sanchagrin 2013），
而東亞由於調查資料蒐集起步較晚，直到最近才有日、韓兩國的
相關研究發表。日本的心理學家 Ishiguro（2018）比較日本人的
個人網絡規模在 1990 及 2010 兩年代之間的變化，發現日本人
的人際網絡在這段期間的變化不是特別明顯，核心網絡的規模僅
有微幅的縮減，主要是親屬關係及鄰里關係的減少，及男性沒有
核心網絡成員的比例略為上升所致。作者的整體結論是日本的個
人網絡的變化不明顯，沒有證據顯示個人網絡有縮小的跡象。韓
國學者 Kim Eunbin 於 2015 年的論文中指出，韓國人的核心網絡
規模，在 1996 年到 2011 年之間有明顯成⻑的變化，沒有核心
討論對象的社會孤立者（socially isolated）的比例也從 1996 年
的 12%，大幅下降至 3.5%（Kim 2015）。這個結果與美國的研
究發現相反，是少數發現個人網絡擴大的研究。

二、本地的社會網絡研究

近來網絡學者認為，以受訪者為核心觀點所建構的個人網
絡（egocentric network），比由研究者根據客觀觀察所建構的網
絡，更能反映受訪者主觀認知到、自行定義與詮釋過、且具表意
情感內涵的關係，這種人際網絡對於受訪者的疏離、孤獨、幸福
感等主觀感受也更具意義（Perry et al. 2018）。臺灣最早關於個
人核心網絡的調查，為 1997 年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最早關於臺灣人際網絡變化的相關研究，應為傅仰止教授及其同
事（Dávid et al. 2016）對於日常接觸所進行的研究。他們發現臺
灣人的日常接觸人數，在 1993 到 2002 年之間並沒有明顯的變
化，直到 2017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重新測量個人核心網絡，才開
啟了驗證核心網絡變化的可能性。本研究奠基於過去國內、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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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網絡學者的研究，結合 1997 年及 2017 年兩期的資料，來勾
勒臺灣民眾的核心網絡基本圖像及橫跨二十年的變化。

三、研究問題

如 前 所 述，McPherson 等 學 者（2006） 的 研 究 引 起 了 美
國 社 會 學 界 的 熱 烈 討 論（Fischer 2011; Fischer 2009; Fischer 
and Mattson 2009; Paik and Sanchagrin 2013; Parigi and Henson 
2014）。Fischer 引用其他學者的研究，認為 McPherson 等人的
研究與其他研究的發現及證據不一致，也與科技及社會發展的趨
勢不吻合。Fischer 提出很多方法上的質疑，如受訪者對於題目
文意的理解、調查過程中訪員的追問（probing）方式、網絡題
組在問卷中編排的位置、訪員的疲憊與怠惰等，都有可能是造
成數據變化的原因（Fischer 2009; Fischer and Mattson 2009）。
他也提出其他調查證據來證明社會孤立者的人數並沒有顯著增
加的趨勢，例如雖然與家人吃飯的次數有下降，但與朋友相聚
的時間卻有增⻑。因此整體而言，美國人的個人核心網絡並沒
有 太 顯 著 的 變 化（Fischer 2011）。 加 拿 大 社 會 學 家 Rainie 與
Wellman 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通訊科技的確改變了人們的
溝通方式及網絡結構，但不一定會使一般人變得更孤立或更封閉

（Rainie and Wellman 2011）。2014 年 ASR 刊登了另一篇文章，
指出 McPherson 等人的發現，主要是受訪員效應的影響（Paik 
and Sanchagrin 2013）。無論哪一方的立論比較正確，這個辯
論都引發了網絡學者對於個人核心網絡變化的興趣，吸引全世
界的學者持續研究（Brashears 2011; Ishiguro 2018; Kim 2015; 
Mollenhorst et al. 2014; Wang and Wellman 2010），本研究運用
臺灣的調查資料來檢視相同的問題，即臺灣人的個人核心網絡是
否有縮小或更孤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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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網絡是由一般人際互動中的強連結所形成的，因此一般
人際網絡的結構，會影響核心網絡的組成。例如一般人與社區鄰
居互動頻率減少，鄰居出現在核心網絡的機率就有可能會下降；
教育經歷的延⻑，使得一個人累積的「同學」人數變多、友誼變
⻑，有可能會增加「同學」進入核心網絡的機率；家庭規模的縮
減，有可能會影響親屬關係出現在核心網絡中的機率；職業網絡
的擴大，也會影響同事、客戶等進入核心網絡的機率等。因此，
一般日常人際互動的網絡規模，與核心網絡規模應該有某種對應
關係。以下我們整理過去文獻中指出幾個可能影響個人核心網絡
規模的重要社會變化，來說明臺灣人的核心網絡規模可能變化的
理由（Fischer 2011; Ishiguro 2018）。

（一）交通與通訊技術的改變

近二十年來臺灣社會在大眾運輸系統與通訊系統上的改變，
使得人與人之間的實體距離及社會距離都大幅度的縮減。都會區
大眾運輸的普及，提升了民眾出門社交的方便性，我們預期親朋
好友之間的互動愈來愈不受限於居住空間與城鄉的距離。另一方
面，溝通便利使得好友與家人之間的各種互動接觸頻率增加，有
助於親密關係的發展，但網路上的資訊及諮詢與聊天功能也使得
一般人不再凡事須求助於核心網絡成員，部分取代了過去核心網
絡成員所扮演的角色，情感性及工具性的網絡也有可能會因而縮
減（Fischer 2011; Rainie and Wellman 2011）。

（二）人口趨勢的影響

臺灣人口結構的急遽變化，是近來人口學者及社會學者十分
關注的問題（Hannum et al. 2019; Raymo et al. 2015）。家中人數
是影響個人核心網絡規模的重要因素，家人愈多，親屬佔個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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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網絡的比例有可能愈高。理論上，家庭的平均規模會因為人
口的平均餘命延⻑而增加，但也會因為少子化而減少；居住安
排與家庭倫理規範的變化，也會影響核心網絡中的親屬規模及
比例（Yu et al. 2019；馬國勳 2007）；三代同堂的減少及奉養觀
念的淡化，會降低父母與子女互動的頻率（胡幼慧 1995；葉光
輝 2009a；葉光輝等人 2012）。核心家庭的普及也有可能會減少
與遠親、姻親互動的機會（Tao 2014；馬國勳 2007）；子女人數
下降，降低了下一代與同輩親屬連結的機率（如手足及堂表兄弟
姊妹）；獨居老人與單身族則有可能會增加孤立人口的比例；因
為晚婚而延遲離家的成人子女，也有可能使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互
動關係更為頻繁（Silverstein et al. 2006; Yu et al. 2019）；離婚率
的升高，反映配偶之間的關係品質不若從前，選擇配偶作為談心
對象的機率也有可能因而下降（許庭瑄 2016；謝雨生、周玉慧 
2012）。整體來說，除了壽命延⻑及延遲離家之外，近來的幾個
重大的人口變化對於核心人際網絡的規模都有負面影響，因此我
們預期核心網絡中的親屬比例會有下降的趨勢。

（三）教育的擴張與延長，生命歷程階段的改變

非親屬的核心網絡，以同學與朋友最多，這些關係的形成與
維繫與個人的教育經歷有密切的關聯。教育的延⻑可以增加與同
輩互動的機率，使人們愈有可能與同學發展出⻑期、親密的友誼
關係。高等教育的擴張，使得大學生得以離開中、小學學區的交
友圈，增加在社區外建立友誼關係的機會，除了有助於拓展核心
網絡的規模，也豐富了核心網絡的多元性，使核心網絡不再侷限
於家人及鄰里的交往圈。高教擴張及遞延婚姻，使得轉入成人
的歷程比從前更⻑（Arnett 2000）。遞延離家一方面使單身族的
比例增加，同時也拉⻑了成人子女與父母的互動時間（Yu et al. 
2019）。另一方面，教育的延⻑會延後進入職場的時間，使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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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係的建立較緩；臺灣的中小學由單一性別改成男、女同校同
班，增加了與異性互動的機會，也可能增加異性進入核心情感性
網絡的機會。升學競爭的壓力，使得中小學生在安親班、補習班
的時間變⻑，有可能會減少與家人共進晚餐、或共度週末的家庭
時間。而升學壓力也可能會造成親子關係的緊張，間接影響親子
的互動頻率及品質，降低親子關係在核心網絡中出現的機率（周
玉慧等 2010；劉蓉果、朱瑞玲 2016）。

出生世代與生命歷程的印記，也是影響個人核心網絡變化的
重要因子（Alwin et al. 2018）。個人擁有的核心網絡關係，與其
出生世代所面對的教育、政治制度、經濟產業結構、社會文化價
值規範、通訊科技等息息相關。例如出生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
會降低「同學」在核心網絡中出現的機率；出生在居住流動率
高的時代，「鄰居」成為重要網絡成員的頻率也會下降。出生在
兩性關係保守的年代，情感性網絡中可能不容易出現純友誼的異
性關係。在戒嚴時代受教育的孩童，可能有較高的集體性及服從
性、也較習慣於地位不平的階層關係；而出生在網絡時代、自主
性與競爭性較強的年輕世代，其網絡規模可能較大，但關係可能
較為淺碟。一般來說，愈早出生的世代，核心網絡中向內連結的
強關係（bonding ties）較多，且關係的角色分工較不明顯，重疊
度高，網絡規模不會太大。在教育擴張、通訊革命之下成⻑的新
世代，其人際網絡規模會較大，橋接的關係（bridging ties）較
多，不同網絡的重疊度會較低、親密關係也較少（McDonald and 
Mair 2010）。

個人網絡也可能會隨著生命週期而有不同的變化（Alwin et 
al. 2018; McDonald and Mair 2010）。年輕時社交活躍，較有可能
維繫較大的網絡，婚後家庭佔據較多的時間，社交網絡規模會因
而下降，網絡中的親屬比例也會提高。進入職場之後，同事或業
務上的朋友關係有可能增加，但增加速度會隨年齡逐漸趨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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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之後，親友關係會因為社交時間增加而上升，但同事關係會因
為離開職場而急遽縮減（Cornwell 2009）。由於進入職場與進入
婚姻的時間延後，加上平均餘命的增⻑，我們預期年齡所代表的
出生世代印記及生命歷程階段，都會影響核心網絡的規模。

（四）經濟不平等與勞動市場的改變

經濟的不穩定、⻑期停滯的薪資、及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也
會使得人們在社經地位上的距離擴大，成為社會互動的阻隔。不
斷飆高的都市房價造成居住隔離，妨礙不同階級之間的互動；高
房價也使得租屋人口大幅提升，其經常性的搬遷流動，也可能會
讓人們不容易發展鄰里與社區關係，造成核心網絡當中鄰居比例
的下降（Wellman 1979）。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升，使更多女性
有機會建立與職業地位相關的社會資本，但相對會降低與家人
相處的時間，有可能造成網絡中的親屬關係質量下降（如與公
婆的接觸時間縮短）（Tao 2014；馬國勳 2007；劉蓉果、朱瑞玲 
2016）。過⻑的工時，對於家庭中的親人互動，特別是雙薪家庭
中的親子關係與配偶關係，也可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導致親屬
關係變得較為疏離（Tao 2014；楊靜利、董宜禎 2007）。服務業
與製造業的消⻑，使更多臺灣勞工從工廠中的單純人際網絡，走
向與人群接觸的客服工作，增加了與客戶同事的接觸機會，也有
可能使得同事及客戶進入核心網絡的機會增加。

（五）文化規範轉變的影響

多位國內學者共同指出，孝道觀念的轉變並不一定會使得扶
養父母的社會壓力下降，但受到機會及資源的影響，會使代間的
互動呈現多元複雜的樣貌（Tao 2014；林如萍 2012；劉蓉果、朱
瑞玲 2016）。婚姻規範的改變，也使得離婚、再婚的人口比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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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間接改變了傳統家庭中的親屬網絡。愈來愈多的婦女進入職
場，對於家中的人際關係也產生重大影響（林如萍 2012；劉蓉
果、朱瑞玲 2016）。在社會文化的變化上，性別平等意識的抬頭
及日趨平等的兩性關係，使得女性在高等教育及職場的比例不斷
增加，改變了女性以家族為中心的人際網絡，有助於其人際網絡
的擴展。在網路科技發達與追求自由、多元價值的文化影響之下
⻑大的世代，其交友管道，已經不受家庭、學校、職場或其他傳
統接觸媒介及空間的限制，網絡社群、遊戲團體及各樣的公共社
群提供了更廣泛的接觸管道，打破傳統人際交往的模式（Rainie 
and Wellman 2011）。公民意識的抬頭，使得社區居民比以前更
熱衷參與社區事務（熊瑞梅等 2010）；選舉的動員，也讓政客們
大幅利用地方的樁腳來連結社區的選民（林聰吉 2007）；眾多
學者指出網路世代的人際規模不斷擴大的結果，會使得弱連帶
逐漸凌駕強連結，成為人際網絡中的主要關係類型（Di Gennaro 
and Dutton 2007; DiMaggio et al. 2001; Hampton et al. 2011; Zhao 
2006）。相反的，宗教信仰的組織化及市場化，也使得宗教組織
利用人際網絡來競爭會員及穩固會員的信仰。宗教的競爭一方面
會增加信仰群體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不同信仰者
之間的互動隔閡（蘇國賢 2014）。

以上這些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對於核心網絡規模及組成都
同時具有正、反面的影響。過去學者討論現代性對於人際網絡的
衝擊也有兩極的不同看法。較樂觀的學者認為，隨著科技的進
步，關係會越來越容易建立，關係的維護成本也隨之下降，人際
網絡較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人脫離原本的緊密連結的親
密團體，轉向更廣闊、多元且彈性的人際網絡，因此核心網絡
應在質、量上都會同時成⻑（Fischer 2011; Rainie and Wellman 
2011）。另一派學者悲觀地認為，溝通科技的進步會使得關係急
速增多、增廣，為維護大量的關係，人們平均投入每個關係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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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會下降，導致關係變得更表面、更膚淺，不利於親密關係的發
展，逐漸讓人成為群聚在一起的孤獨個體（Turkle 2011a; Turkle 
2011b）。第三派學者採取較折衷的立場，認為科技的確會擴大
人際網絡，但主要是在弱連結部分，無論環境如何變化，每個
人依舊會維持最核心的親密關係，不會受到外在環境變化的影
響（Dunbar et al. 2015）。例如無論社會規範如何變化，親子、
手足、配偶依舊會是人類社會中的核心親密關係。臺灣社會在政
治、社會、與經濟急速變化之中，傳統社會結構是否仍然具有一
定的慣性，或僅有工具性網絡會有局部的調適，但情感性網絡則
不容易鬆動（林如萍 2012；劉蓉果、朱瑞玲 2016），是一個值
得探究的問題。

在社會快速變化的過程中，臺灣人的個人核心網絡規模是否
產生明顯的變化？本文延續過去的辯論，以相隔二十年的臺灣社
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來檢證這個問題。本文針對歐美學者所提出
的兩個主要辯論來進行討論，即（1）「網絡規模的變化是否為調
查方法上的問題所導致的人為結果？」及（2）「過去二十年來
是否有顯著的人口社會結構變化可以合理解釋個人核心網絡的變
化？」關於（2）的分析是為了回應 Fischer 的挑戰，試圖說明臺
灣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與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的歐美社會不同，
因此美國的研究結論並不一定適用於解釋其他社會。

四、研究方法

過去社會網絡的分析過於強調社會結構（Smith 2010），近
年來有逐漸回到以人為核心主體的發展趨勢。1 以人為主體的微

1　在中觀與鉅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 Putnam 為首的一群政治社會學者，以參與自願性團體、公共
社群（voluntary association）、投票率、或對社會的信任感等作為衡量社會資本的指標，比較關心區
域的整體社會資本差異，及公民社會與民主等鉅觀政策議題（Putna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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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個體研究依循傳統抽樣方法來取得代表性的樣本，然後針對個
別樣本點來建構以個體為中心觀點的網絡 （ego-centric network）

（Perry et al. 2018）。這種研究取向認為個人網絡為社會結構的
縮影，研究者雖然無法看到整體結構的全貌，但可以透過獨立抽
樣的個體來推論個人所處的人際網絡環境及其可能運用的社會資
本。本文以個人層級的調查資料來論述臺灣社會的變化，主要是
基於一個簡化的理論預設：社會結構是由個人網絡關係及關係模
式所組成，因此社會結構的變化與個人社會網絡的變化之間應該
有對應關係（Erikson and Occhiuto 2017）。本文運用社會人口結
構變化的趨勢，來論述「核心網絡規模縮小」的可能性，並試圖
說明 Fischer 等人所提出「沒有對應的社會結構變化」的挑戰並
不適用於臺灣。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 1997 及 2017 年社會變遷兩期的資料進行分
析。1997 年的調查為了要比較社區的不同樣態而增加樣本數，
共蒐集了 2,835 位受訪者的資料，而 2017 年的調查為例行的
1,953 個樣本。兩期皆以內政部所提供的戶籍清冊進行分層多階
段抽樣。不過層級的分法略有差異，1997 年的調查是依據羅啟
宏先生所著之「臺灣省鄉鎮發展類型之研究」的 10 分層來進行
抽樣，而 2017 年的調查則以 2014 年改良版的 19 個地理分層
來進行抽樣。比較兩期在七個鄉鎮類型的層別的實際分布，僅有
2017 年的樣本在高齡化鄉鎮的比例（2.5%）略低於 1997 年的
5.6%，其餘層別的分布並沒有明顯統計上的差異。兩期的調查在
年齡的限制上略有不同，1997 以年齡介於 20 歲與 74 歲之間的
民眾為調查母體，2017 年以 18 歲以上的民眾為母體，沒有年齡
上界的限制。為了比較的一致性，我們將樣本限縮在 20 歲到 74
歲的受訪者。扣除 194 位年齡在 20-74 歲之外者，及六位沒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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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網絡問項者，最後 1997 年及 2017 年的調查分別共有 2,835 位
及 1,755 位受訪者可供分析。本文的描述性統計皆依據內政部所
提供之 1997 年及 2016 年度人口統計資料，按照「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及「地理分層」等四個人口基本變項所進行
的「多變項反覆加權法的權值」（raking）來進行加權調整。關於
加權的詳細說明，請參考社會變遷調查報告書（傅仰止等 2018: 
417-72）。

（二）定名法

本 文 根 據 過 去 學 者 提 出 的 不 同 關 係 類 型（Marin and 
Hampton 2007; Perry et al. 2018），將核心網絡的資料分成：（1）
以社會交換為主的工具性網絡（exchange-based）：可提供某種
資源、服務或履行某種功能的人際網絡，例如與他人討論重要事
情、提供財務、家務勞務協助、社交等。（2）以情感分享為主的
情感性網絡 （affect-based）：即情感上依賴或覺得特別親密的對
象。情感性網絡對於個人的自我認同、歸屬感十分重要，情感性
網絡的規模及品質，也被認為是影響個人生活福祉及機會的重要
網絡面向（Lim and Putnam 2010; Perry et al. 2018; Pescosolido 
and Rubin 2000）。這兩種網絡大多由強連帶所組成，分別觸及生
活當中兩種最重要的核心人際關係及功能。

依循過去美國 GSS 調查的作法，核心網絡的問卷，都是分成
兩部分來詢問，首先用定名法蒐集受訪者的核心網絡成員名單，
緊接著再用網絡成員背景問項（name interpreter）來詢問網絡成
員的基本人口屬性。社會變遷調查 1997 年的問卷先詢問情感性
網絡成員，問題如下：

請問您最近一年來（民國 85年 7月到現在）最常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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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您認識的人談起您個人的事情、煩惱或私人心事（例

如感情問題、人際關係等）？請寫下最常談心事的五個

人的名字或稱呼：

取得核心網絡成員名單後，再分別詢問關係類別、認識管道、認
識多久、聯絡頻率、親密程度等關係屬性的相關問題，以及網絡
成員的基本特質，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籍貫、教育程
度、行職業等。

2017 年的情感性網絡的問題題幹與 1997 年相同，但是沒有
直接提示受訪者五個人的人數上限，而是先問受訪者有幾位可以
談心的人，並規定訪員在受訪者提名少於五人時，繼續追問是否
還有想到其他人，其題目如下：

請問最近一年來（去年 8月到現在），您總共和多少人
談起您個人的事情、煩惱或私人心事（例如感情問題、

人際關係等）？《如果少於 5人，請追問是否還有其他

人，並將這些人的名字或稱呼填入下面表格中》

1997 年調查工具性網絡也是依循相同的問法，惟題幹改成：

請問最近一年來（從民國 85年 7月到現在）您個人在
生活上碰到一些困難的時候，例如：工作上、錢財上、

家庭上、法律上、生病時實際要找人幫忙解決或問消

息，您最常找那些認識的人來幫忙解決？ 請舉出最常找
的五個人的名字或稱呼：

2017 年的工具性網絡的題目因為參加 ISSP（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成為共同核心題組，為了方便跨國比較，工具
性網絡改採用美國 1984 年 GSS 的定名法問項的標準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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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最近一年來（2005年 8月到現在）最常跟那些
人討論對你重要的事情？請寫下最常討論重要事情的五

個人名字或稱呼：《如果少於 5人，請追問是否還有其

他人，並將這些人的名字或稱呼填入下面表格中》

雖然工具性網絡兩期的題目在文字上有差異，但兩者皆與生活中
的求助、諮詢行為有關，如 1997 年的「找人問消息」與 2017
年的「討論對你重要的事情」十分相似。雖然 1997 年多出了

「實際找人幫忙解決」的行為支持面向，但由於「找人問消息」
比「實際找人幫忙解決問題」要來得容易且更頻繁，且兩個條件
是以「或」而非「且」的條件來陳述，本文認為受訪者會以共同
最低門檻的「諮詢討論」來提名核心網絡的成員。若文字差異會
影響提名的網絡人數，由於 1997 年的實際求助行為的問法有更
嚴格的門檻，我們預期 1997 年的受訪者將會提名較少的網絡成
員。工具性及情感性網絡兩者之間雖有關連，但重疊度不高，平
均只有 45% 成員重疊，可分別代表個人核心網絡的不同層面。

（三）網絡規模的測量

核心網絡的規模以受訪者所提名的人數來衡量，除了計算工
具性、情感性網絡的人數，本文也計算兩個核心網絡中不重疊成
員（nonredundant）的人數，稱之為核心網絡總人數。美國關於
網絡規模變化的研究指出，受訪者沒有提名任何核心成員的比例
有明顯增加的趨勢（McPherson et al. 2006）。我們將沒有提名任
何成員的受訪者稱為「孤立者」。本研究分別計算兩種網絡中孤
立者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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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策略

本文首先比較臺灣在 1997 到 2017 年間的社會人口結構，2

如年齡、婚姻、教育、居住地、宗教信仰、族群及雇用身分的分
布變化。其次描述工具性網絡與情感性網絡的規模在兩期之間是
否有顯著的差異。接著以迴歸模型來分析上述的社會人口變數對
於網絡規模變化的影響。由於核心網絡人數為介於 0 到 10 的計
數資料（count data），我們採用適合計數資料的 count model 迴
歸模型來進行分析。我們首先分析影響個人網絡規模的因素，然
後以交互作用來檢驗這些因素的影響是否在兩期之間有明顯變化

（Firebaugh 1997; Heeringa et al. 2017; Rafferty et al. 2015）。 為
了方便檢視各個變數影響的跨時間變化，我們以圖形來呈現交互
作用的結果。最後我們分析不同類型關係出現在核心網絡的機率
及其變化。運用這樣的分析策略，本文試圖透過各種社會結構對
於網絡規模的影響來解釋臺灣整體網絡規模變化的趨勢。本文的
論述邏輯可以簡單表達如下：若某個個人屬性（如年齡）對於網
絡規模有顯著影響（如網絡規模隨年齡遞減），且過去二十年間
具有該屬性的人口比例有顯著的變化（如人口老化），則根據組
成效果（compositional effects）（Hout 1988），該屬性的變化會
導致平均網絡規模的變化（老人比例增加是導致平均網絡規模縮
減的影響因素之一）。

2　本文沿用 Blau（1977）對於社會結構的定義，即人口在各種名目群體（nominal groups）及地位
參數（graduated parameters）的水平及垂直分化中的分布所交織而成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及不
平等（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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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結果

（一）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與網絡規模的縮減

我們首先比較兩期受訪者的社會人口屬性是否有差異。從表
1 可看出，受訪者的平均年齡在這 20 年間有明顯的增⻑，反映
臺灣人口老化的趨勢。已婚人口從七成降至未滿六成，離婚與不
婚人口變多，是已婚人口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離婚比例增⻑了
6%，男性單身族增⻑了 5%，女性單身族更增加了 7% 。教育程
度分布最明顯的變化是高等教育的擴張，大學以上的學歷從一成
左右，增⻑到 35%，小學以下學歷的比例從兩成降至一成左右。
女性僅有小學以下學歷的比例偏高，主要是因為早期教育的性別
差異所致（蘇國賢、喻維欣 2007）。國中畢業者的比例這 20 年
來沒有明顯的變化，但高中、職比例下降了一成。整體而言，平
均教育年數約成⻑了三年左右。居住地的變化不大，除了住在偏
遠鄉鎮的男性人口比例下降 4% 外，其他城鄉人口比例並沒有明
顯的變動。資料顯示男性外省籍的比例從 14% 下降到 7% 。宗
教信仰比較顯著的變化是佛、道教的比例下降，民間信仰的比例
增加，女性信仰基督教的比例增加，而無信仰的比例沒有顯著的
變化。在雇用身分方面，男性雇主及自雇業者的比例明顯下降，
女性受雇者的比例在過去 20 年增加了 12% 。由於社會變遷調查
為全國代表性樣本，這些數據基本上可反映臺灣近年來人口與社
會結構的變化。

這些人口屬性的變化，對於不同時期的個人核心網絡有一
定程度的影響。表 2 顯示核心網絡總人數的規模，從 1997 年的
4.62 下降至 2017 年的 2.92，足足減少了 1.7 位成員，縮減幅度
高達 37% 。其中工具性網絡下降 1.12 位網絡成員，情感性網絡
下降 1.28 位成員。女性的核心網絡規模比男性稍大，無論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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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時期皆是如此。但男性的核心網絡的總人數下降將近兩名
（1.93），縮減的幅度（-43%）反而大於女性的 1.48 名（-31%）。
整體而言，兩種測量社會網絡規模的指標皆顯示：臺灣人的核心
網絡在過去 20 年間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美國的研究指出，核心網絡規模縮減最主的原因之一，
是 沒 有 找 人 求 助、 諮 詢、 或 談 心 的 孤 立 者 的 比 例 大 幅 成 ⻑

（McPherson et al. 2006）。社會變遷的資料顯示，沒有求助任何
人或與人討論重要事情的受訪者比例，從 1997 年的 6%，增⻑
到 2017 年的 29%；無人談心的比例，也從 1997 年的 6%，成
⻑到 2017 年的 27%；工具性網絡及情感性網絡都沒有提名任何
人的受訪者，從 1997 年的 3%，成⻑到 2017 年的 19%，孤立
者的比例在過去 20 年間成⻑了六倍。其中又以男性孤立者的比
例增加較女性多，男性無人談心的比例增加了 27%，女性僅增加
15%，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社會變化。

網絡規模的縮小，除了肇因於孤立者的比例大幅增加之外，
非孤立者的人際網絡規模是否也有縮減？我們將孤立者排除，
重新計算網絡規模的變化發現，核心網絡總人數從 4.8 位下降到
3.6 位，無論是工具性網絡或情感性網絡，下降的趨勢依然十分
顯著；男性的整體網絡規模從平均 4.7 降至平均 3.4，女性則從
4.9 降至 3.8。因此網絡規模的縮小，無法完全歸因於孤立者比例
的上升，個人網絡的規模也有實質縮小的趨勢。

如何解釋兩種核心網絡規模一致下降的趨勢？網絡規模下降
有可能如同 Fischer 對 McPherson 等人所提出的質疑，導因於調
查設計或執行過程上的變化，但也有可能是臺灣人口及社會結構
改變或資訊科技所造成的真實變化結果。以下分別評估這兩種可
能性。



臺
灣
個
人
核
心
網
絡
的
變
化

087

（二）網絡規模下降為調查設計或執行上的問題所致？

過去的研究指出，網絡人數的變化有可能是訪問過程的差
異或問卷設計的改變所導致的結果，例如問卷的題目總數量可
能會導致受訪者的疲倦與不耐煩；網絡題組之前的題目，及題
組在問卷中的位置，也可能具「暗示」作用或產生「學習」效
果，影響受訪者的記憶及專注度（Bell et al. 2007; Brewer 2000; 
Su and Lin 2014）。訪員也有可能會有怠惰、造假的可能。個人
網絡測量所遭遇的問題，在過去社會網絡文獻中已有很多學者提
出各種檢討（Bernard et al. 1990; Bernard et al. 1991; Eagle and 
Proeschold-Bell 2015; Marsden 2005; Perry et al. 2018; Su and 
Lin 2014; Van Deth 2003）， 在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上
也有三篇論文的激烈辯論（Fischer 2009; McPherson et al. 2006; 
Paik and Sanchagrin 2013），測量的問題不但沒有斷絕個人網絡
變化的研究，反而激起更多學者投入持續辯論（Brashears 2011; 
Hampton et al. 2011; Ishiguro 2018; Kim 2015; Mollenhorst et al. 
2014; Wang and Wellman 2010）。本研究分別從問卷題目設計、
訪員效應（interviewer effect）及受訪者合作的態度，來評估網
絡規模的變化，是否有可能是方法上的偏誤所造成的人為結果。

過去研究指出，影響網絡調查的最大因素是執行過程中
的 訪 員 是 否 有 認 真 執 行（Andreas and Petermann 2017; Eagle 
and Proeschold-Bell 2015; Marsden 2003; Paik and Sanchagrin 
2013; Van Tilburg 1998）及受訪者的記憶及合作程度（Andreas 
and Petermann 2017; Bailey and Marsden 1999; Bell et al. 2007; 
Bernard et al. 1984; Brewer 2000; Marin 2004; Straits 2000; Su 
and Lin 2014），訪員在面訪的過程中若沒有按照原先設計的方
式認真執行、或是受訪者的配合度低，則無論問卷設計如何嚴
謹，都會產生一定的偏誤。很多的相關方法問題，諸如受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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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informant accuracy）、記憶誤差（recall error）等，都
可從訪員間的變異大小看出，因此訪員間的變異被認為是影響
網絡規模測量正確與否最重要的指標之一（Herz and Petermann 
2017; Paik and Sanchagrin 2013; Van Tilburg 1998）。 定 名 法 的
問法，要求受訪者回憶網絡當中重要或親密的成員，受訪者提名
人數愈多，訪問的時間就會愈⻑，由於面訪是論件計酬而非按工
時給薪，因此可以合理假設理性的訪員，一般都希望訪問過程愈
短愈好，不會積極鼓勵受訪者仔細回憶網絡成員。為了避免訪員
怠惰，標準的訪問程序是先讓受訪者自行回憶，一一列舉想到的
網絡成員，若提名人數不足五人，訪員須再繼續追問「是否還有
想到其他人？」以確認受訪者不會因為遺忘或敷衍調查而低報人
數。因此受訪者所列舉的人數，會受到訪員是否有按照程序鼓勵
或追問受訪者的影響。若訪員訓練過程嚴謹，且訪員沒有怠惰或
刻意造假的企圖，則訪員本身不至於影響受訪者回答的網絡人
數。由於督導無法在現場觀察訪員進行調查的過程，一般無從知
道訪員是否有按照訪員訓練的程序來進行，僅能事後從問卷答案
的品質或檢誤的過程中來進行推論，或用統計的方法來估計可能
的偏誤。

一個有效推論是否有訪員效應的方法，是利用「組內相關係
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來進行分析。理論
上，受訪者的網絡規模人數，應具有一定的隨機性，不應受訪
員的影響。ICC 將人數規模的變異量分解成可歸因於訪員的變異

（variances at the interviewer level）及在受訪者層級所產生的變
異（variances at the respondent level），若無訪員效應，則大部
分的變異量應該來自受訪者的網絡規模不同所產生的隨機變異，
而非歸因於訪員之間的變異。因此可以由可歸因於訪員間的變異
佔總變異量的比例，來衡量訪員效應的大小，ICC 的估計方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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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 = 可歸因於訪員的變異
歸因於訪員的變異＋受訪者層級所產生的變異

ICC 的數值愈大，代表大部分的變異來自訪員之間，訪員效
應大；ICC 的數值愈小，代表訪員效應的影響愈低。本文使用多
層級分析方法（multilevel analysis）來估計兩次調查中，由訪員
所造成的變異所佔的比例。每位訪員所完訪的問卷數量不同，負
擔大的訪員較有可能會發生倦怠或刻意減少受訪者回答人數的情
形。每位受訪者可以視為 level 1 的分析單位，同一地區的受訪者
大多是由同一位訪員來進行面訪，因此可視為被包絡（nested/
clustered）在 level 2 的「訪員」之下。ICC 代表由訪員所產的變
異，相對於整體變異（訪員間的變異加上受訪者的變異）所佔的
比例，即由訪員引起的變異所佔的比重。理論上，若沒有訪員效
應，則由訪員所引起的變異應當不高；大部分的變異應是來自受
訪者之間的差異。但因為訪員通常被指派到特定的訪問區，有可
能會因為不同地區訪問的難易度有別，造成訪員間會有系統性偏
低或偏高的現象，這種因抽樣地區不同所引起的誤差稱為「區域
誤差」（locality error）。由於社會變遷調查並非將受訪者隨機分
派給訪員，而是照抽樣區域來分派任務，因此我們預期訪員間的
變異不會為零，但若沒有嚴重的訪員效應，在控制區域間的差異
之後，訪員間所引起的變異應不至於太高。

表 3 顯示在沒有控制任何訪員或受訪者變數之下得到的 ICC
的分析結果，1997 年的調查總共動用了 108 位訪員，平均每位
訪員完訪 26.3 位受訪者。相較於 1997 年的調查，2017 年的調
查僅有 46 位訪員，平均每位訪員完訪 38.2 位受訪者。表 3 第
四列顯示用多層級迴歸模型的 null model 來估計 ICC 的結果，
2017 年的 ICC 介於 0.137 與 0.167 中間，由訪員所造成的變異
比例不高，若將訪問地區的虛擬變數加入模型（第 5 列），則 ICC
值趨近於零，顯示大部分的訪員效應，可能與不同地區的訪問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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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度有關。1997 年的 ICC 則介於 0.204 與 0.274 之間，與 2004
年 GSS 調查的 0.25 接近。控制訪問地區之後，ICC 的值下降至
0.042 及 0.070 之間。比較 1997 年與 2017 年的 ICC 發現，2017
年的 ICC 值皆低於 1997 年的數值。這個結果顯示，1997 年調查
的訪員效應比較強。根據 Paik 及 Sanchagrin 兩位學者綜合多個
資料庫的研究發現，ICC 值與受訪者的網絡規模呈現 -0.4 的負相
關（Paik and Sanchagrin 2013: 347），即訪員效應愈大，網絡規
模被低估的可能性愈高。因此即便有訪員效應存在，也是傾向低
估 1997 年的網絡規模，若無訪員效應，則實際網絡縮減的趨勢
應該會更顯著。

除了計算 ICC 之外，本文進一步提供三個理由來說明網絡規
模縮減，不太可能是訪員效應所致：（1）本文初稿在研討會發表
時，也引起社會變遷調查小組的注意，召集人傅仰止教授特別要
求調查小組進行複查，發現孤立者比例較高的幾位訪員皆為經驗
豐富、且認真負責的資深訪員，這些訪員被刻意安排負責調查執
行難度較高的區域，且訪員曾在調查進行中主動回報所負責調查
區域中有多位受訪者的網絡成員為「0」人的異常現象。基於這
些理由，調查小組認為這些區域孤立者較多並非不合理的異常現
象，初步排除孤立者比例較高為訪員刻意怠惰造所造成的結果。3

（2）為了進一步確認孤立者並非訪員效應所產生的結果，調查小
組在 2018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的預試中，重製了 2017 年的網絡
問項，在 114 份預試問卷中，回答沒有與人討論重要事情的比
例為 29.8%，回答沒有與人討論心事的比例為 36% 。2017 年調
查中兩種網絡回答為「0」人的比例分別為 34% 及 31.9% 。比
較兩個年度回答「0」人的比例，工具性網絡兩期的差異為 4.2%

（t 值為 0.922，p-value<0.357）；情感性網絡兩年的差異為 -0.41

3　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傅仰止教授的諮詢協助，社會變遷計畫的陳秋玲組⻑，及負責社會網絡調查
的助理嚴敬雯小姐提供關於訪員複查的資訊及 2018 年預試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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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值為 -0.911，p-value<0.362），孤立者的比例在兩年間並沒
有顯著的差異，顯示測量具有一定信度。（3）本文按照 Paik 及
Sanchagrin 兩位學者的建議，以每位訪員所完訪的問卷中，孤立
者所佔的人數比例是否超過預期的機率來找出 outlier 的訪員，4

將這些訪員所完訪的樣本去除之後重新計算 ICC 及網絡規模，表
2 及表 3 的結果顯示，去除這些 outlier 訪員所負責的樣本之後，
平均網絡規模僅略為增加，但差異不大，兩期的平均值差異仍然
十分顯著，表示這少數的 outlier 訪員，即便有怠惰的可能，因
為人數不多，所以也不致於影響分析的結果，去除這些樣本並不
會影響本文的結論。

除了訪員效應，受訪者是否配合調查也是影響規模變異的可
能原因之一。配合度低或合作意願不高的受訪者，可能會以簡化
作答或敷衍的方式來縮短訪問時間，造成網絡人數被低估。因此
受訪者配合度愈低，受訪者所回答的網絡人數會愈少。問卷調查
的最後，訪員必須填寫關於「訪問行為」與「訪問情境」的評
估。我們以訪問記錄中的四個題目來測量受訪者的合作意願：

（1）開始詢問問卷題目後，受訪者是否曾表示過不耐煩？（2）
開始詢問問卷題目後，受訪者有沒有表示過拒絕接受訪問的意
思？（3）整體而言，您覺得受訪者回答的可信度為何？（4）整
體而言，您覺得受訪者對您的信任程度如何？我們將四個問題的
答案調整一致後創造一個變數作為測量受訪者「配合度及受訪
品質」的指標，四個題目之間的 Cronbach Alpha 係數為 0.738。
1997 年及 2017 年的受訪者配合度分別為 3.42 與 3.74，兩期平
均值的差異達顯著水準（P-value <0.001），顯示 2017 年的受訪

4　按照 Paik and Sanchagrin（2013: 346）所建議的 exact binomial probability test，本文假設每位訪
員的完訪問卷中，出現孤立者的機率依循二項分配：

其中 N 為完訪人數，M 為孤立者人數，p 樣本中實際觀察到孤立者的機率，我將實際觀察到的孤立者
的人數的機率小於 1% 的訪員，定義成 outlier 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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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配合度或訪問品質要高於 1997 年。如前所述，受訪者配合
度愈高，愈有可能認真提名網絡的成員。但實際上，受訪者配合
度與網絡人數的相關係數只有 0.028，因此很難推論網絡規模的
變化與受訪品質有關。即便受訪者配合度會影響提名的網絡人
數，由於 1997 年受訪者的配合度較低，在網絡規模可能被低估
之下，1997 年的個人網絡人數依舊高於 2017 年，顯示這兩時期
的人數變化，不太可能是因為受訪者在訪問過程中的配合度差異
所造成的結果。

問卷題目的文字差異，也可能是造成規模縮減的原因。兩期
題目的差異，除了上述工具性網絡題目的題幹文字不同之外，最
主要的差異來自於是否有提名人數以五人為限的提示。由於用定
名法來進行個人網絡調查的成本極高，且會造成受訪者較大的心
智負擔，因此一般都會在問卷中設定不同的限縮條件。Campbell
與 Lee（1991）指出關係類型、時間、空間、人數是學者最常
使用的限縮策略。過去的文獻在討論是否要限定提名人數為五
人時，比較擔心的是限定提名人數上限，是否會導致限縮受訪
者提名網絡人數的效果。Perry 等三位學者指出，基於成本的考
量，在問卷中限定提名人數的上限是十分普遍的作法，但當所設
定的人數上限過小時（如五人），可能會導致網絡規模測量的偏
誤（Perry et al. 2018: 88）。Bidart 與 Charbonneau（2011）兩位
學者也提出類似的提醒，建議學者採用兩階段的問法。Knoke 與
Yang（2008: 24）也指出，比起其他的定名法，1985 年的 GSS
限定提名五人上限的作法，是最嚴格的限制，也是測量到網絡規
模最小的一種問法。

兩期的問題文字差異有可能會造成什麼影響？ 1997 年的調
查是直接請受訪者說出最常談心的五人的名字，而 2017 年則採
兩階段問法，先讓受訪者在毫無限制之下，自由提出談心對象的
名字，且訪員被要求只要受訪者提名的人數少於五人時，就要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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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追問是否還有其他人，並無設定可提名人數之上限。換言之，
1997 年與 2017 年都設了五人的上限，差別在於前者是直接告知
只要提名五人，後者則不事先告知所需提名人數的上限，但若受
訪者提出的名字少於五人則繼續追問是否還有其他人，直到受訪
者主動停止為止，事後則僅記錄前五人的名字。如上所述，過去
的文獻指出限制人數上限會導致受訪者提名較少的人數，而是否
有追問，更是影響人數最關鍵的因素（Andreas and Petermann 
2017; Paik and Sanchagrin 2013; Van Tilburg 1998）。由於 1997
年的調查並沒有追問的提示，而 2017 年的追問提示明確的寫在
問卷中，要求訪員遵守，因此 2017 年的調查比較有可能會因為
訪員的追問而得到較大的人數規模。綜合這兩個效果，即便因為
五人上限的提示會造成差異，差異也比較傾向於限縮 1997 年的
網絡規模（因為上限效果及沒有追問）及有利於增加 2017 年的
網絡規模的提名人數（因為自由提名及追問效果）。換句話說，
目前實際上所觀察到的網絡規模縮減的差異，是在有可能低估
1997 年的網絡規模，並高估 2017 年網絡規模之下所觀察到的結
果。若五人的提示差異會造成偏誤，實際上的核心網絡規模縮減
幅度會比目前觀察到的差異更大。

另外 1997 年的題幹中，問到最常跟哪些「認識的人」談論
心事或最常找哪些「認識的人」來幫忙解決問題，而 2017 年的
題幹中，卻沒有規定要「認識的人」才能被提名。受訪者是否
因而有可能提名「不認識的人」，導致兩期的網絡提名人數有差
異？找陌生人談心事是現代社會中的新興現象，哈佛大學的社會
學者 Mario L. Small（2017）近來針對研究生的訪談研究顯示，
在美國社會中，有愈來愈多人會與弱連結或甚至初次見面的陌生
人談論個人的煩惱或心事，主要是因為與弱連結談心的相對風險
較低。不過大部分的人都還是習慣與認識的人交談，僅有少數人
會與初次見面或偶然遇到的陌生人談心或討論重要事情。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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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的問卷在詢問網絡成員與受訪者的關係時，詳列了 23 種關
係，其中包含強連結與弱連結，但都侷限於認識的關係，因此
若談心的對象為「不認識的人」，在沒有適當的答案類別可選之
下，應該會出現在「其他」的選項中。在 2017 年資料中，無論
是工具性網絡或情感性網絡，網絡成員屬於「其他」類別的人數
皆為 0 次，表示並沒有受訪者提及會與不認識的人談論重要的事
情或心事，因此可排除「認識的人」的文字差異會影響網絡規模
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這些題目上的文字差異，背後都隱含方法上的
一個基本問題，即受訪者如何理解及解讀這些文字的內涵？受訪
者是否有能力正確回憶及回答？問卷上受訪者回答的網絡與實際
日常互動的人際網絡是否一致？這是社會網絡⻑期辯論的重要問
題，主要的辯論來自於 Bernard 等人的早期研究（Bernard et al. 
1982; Bernard et al. 1984），他們同時利用觀察法與問卷法來測
量同一批受訪者的人際網絡，發現兩種方法測量到的網絡成員有
一半的差異，因此他們認為個人對於日常互動的人際網絡沒有很
正確的記憶與認知。其後以 Freeman 為首的眾多學者（Freeman 
et al. 1987; Hammer 1985）提出證據反駁了 Bernard 的說法，
他們認為一般人在問卷調查中所回答的社會網絡關係，並非是嚴
格按照問卷所設定的條件下所列舉的一組特定的人際互動關係

（particular instances），而比較是反映受訪者在日常生活中的⻑
期穩定社會關係（long-range social structure）（Wasserman and 
Fast 1994: 56-58）。

依循 Freeman 等學者的論述，McPherson 引用眾多網絡學
者的看法，認為受訪者給的答案是反映生活中典型固定的人際
關係，而並非針對研究者特定的提問來作答（McPherson et al. 
2006: 355）。受訪者雖然不一定會記得完全符合問卷條件的網絡
成員，但一般人頗能記得⻑期及典型的互動關係，因此各種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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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網絡的問題仍可以正確捕捉個人核心網絡的結構。依循這派學
者的觀點及作者參與社會變遷調查的多年經驗，本文認為在測量
核心網絡時，一般受訪者回答的是生活中⻑期互動關係的穩定社
會結構，縱使問卷問題的文字有微小差異，這些差異也不至於大
幅度影響受訪者記憶中的穩定社會關係。表 2 顯示，工具性網
絡規模在二十年間下降 1.12 個成員，情感性網絡下降的幅度為
1.28，若規模變化是源於題目文字的差異，何以題目文字相同的
情感性網絡反而會有較大的變化？如果受訪者對於題目文字差異
十分敏感，則兩期題目文字差異較大的工具性網絡的規模變化，
應該比題目文字幾乎一樣的情感性網絡的規模變化要來的大才合
理。

問卷題目的順序也有可能是影響答案變異的重要因素。1997
年的問卷是先問情感性網絡（談個人的事情、煩惱或私人心
事），再問找誰幫忙或問消息的工具性網絡，2017 年則是先問工
具性網絡，再問情感性網絡。過去文獻並沒有證據指出不同類別
的網絡問項出現的順序會影響受訪者的作答。1997 年的網絡題
組是從整份 21 頁問卷中的第 7 頁開始問起，而 2017 年的 23 頁
的問卷調查中，到第 10 頁才出現網絡問題，兩期的問題都置於
問卷的前半部差不多的位置，因此也不太可能會因為受訪者的疲
乏而有不同的影響。 2017 年網絡題組之前是詢問心理健康、快
樂感受等問題，而 1997 年的網絡題組之前也是關於教育與健康
方面的問題，兩者的前置題項性質類似，且都不是很難回答的問
題，應該不至影響受訪者後續作答的精神或注意力，因此也沒有
理由懷疑問題順序是造成網絡規模變化的原因。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從訪員效應、受訪者效應及問卷文字
與結構的設計上，都找不到足夠的證據來質疑兩期調查的規模變
化，是因為問卷設計上或執行上的缺失所導致的結果。縱使有偏
誤存在，也較有可能是會低估執行過程較不嚴謹的 1997 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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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網絡人數，因此觀察到的規模縮小變化不太可能是人為因素
所造成的結果。

（三）影響網絡規模的因素

在排除了方法上的問題之後，我們以計數迴歸模型來分析
影響各種不同規模的因素。表 4 呈現了計數模型的結果。模型

（一）至模型（三）的依變項分別為：核心網絡總人數、工具性
網絡人數、情感性網絡人數。控制了其他變數之後，調查年度
的係數在所有模型都為負號，且皆達 p<.001 的顯著水準，表示
2017 年的規模較 1997 年的規模小，與敘述統計所觀察到的結果
相當一致。女性的核心親密網絡規模較男性為大。無論是情感性
網絡與工具性網絡都隨著年齡縮減。這些發現與 McPherson 等
人（2006）的發現十分一致。已婚者的情感性網絡較單身者小，
但工具性網絡與單身者沒有差別，而失婚者的核心網絡總人數較
單身者小，但在模型（二）（三）中並不顯著。McPherson 等人
發現美國已婚者的核心網規模比單身族大，這個差異是否反映臺
灣人與美國人在婚後的家庭責任及社交生活上的差異，有待進一
步分析。在族群背景中，客家背景的受訪者的網絡規模較閩南人
及原住民大，但與外省人沒有顯著差異。5 三個模型一致顯示，教
育程度與網絡規模呈正相關，與 McPherson 的發現一致。過去美
國學者發現信仰與社會網絡有密切關連，制度化及組織化程度較
高、且有固定聚會的宗教信仰，信徒的社會資本較高，也更常參
與擔任社區志工等活動（Krause and Wulff 2005; Lim and Putnam 
2010; Smidt 2003）。本研究的分析顯示信仰基督教者的網絡規
模都顯著大於信仰其他宗教及無信仰者，無信仰者的人際網絡規
模則較佛教徒、基督徒小。雇用身分與核心網絡規模沒有關聯，
顯示核心網絡規模與個人的工作關係不大。地理空間的限制與機

5　本文另外執行不同虛擬變數之係數是否有差異的統計檢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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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是一個影響個人核心網絡規模的重要因素（Wellman and 
Wortley 1990）。6 本研究發現，比起住在核心都會區的受訪者，
住在低度發展的一般鄉鎮的居民，核心網絡似乎較小。同樣地，
住在快速發展的新興都會區的居民，核心網絡規模也比住在核心
都市的居民小。Fischer 及 Wellman（Fischer 1982; Wellman and 
Wortley 1990）的研究比較都會與鄉鎮社區的人際網絡，都發現
通勤及通訊技術、空間侷限及社區的人口多元性，會影響個人網
絡規模（Small and Adler 2019）。這些研究指出需要花較⻑時間
通勤的上班族，從事社交或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相對較少，且住在
流動人口比例較高的新興社區，居民彼此認識時間不⻑且信任度
較低，大多有往核心都會區遷移的⻑遠目標，也缺乏對社區的認
同，因此比較不容易發展社區或鄰里的關係。整體來看，個人核
心網絡的規模部分決定於性別、年齡、籍貫、教育程度等個人屬
性，也深受個人的社團參與及居住地區等外部因素的影響。

表 4：影響網絡規模的個人因素之迴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核心網絡總人數a 工具性網絡人數 情感性網絡人數

調查年 -.523 *** -.495 *** -.530 ***
(.02) (.02) (.02)

女性 .128 *** .103 *** .183 ***
(.02) (.02) (.02)

年齡 -.006 *** -.007 *** -.007 ***
(.00) (.00) (.00)

婚姻(單身)b

　已婚 -.055 * -.036 -.067 **
(.02) (.03) (.03)

　離婚 -.133 ** -.089 -.068

6　本文採用社會變遷調查第五期之後的鄉鎮市的分類，利用「人口密度」、「教育程度」、「65 歲
以上人口百分比」、「15-64 歲人口百分比」、「工業就業人口百分比」、「商業就業人口百分比」
等指標，將臺灣的鄉鎮市區分為七層，包括都會核心、一般都市、新興市鎮、傳統產業市鎮、一般鄉鎮、
高齡化鄉鎮與偏遠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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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核心網絡總人數a 工具性網絡人數 情感性網絡人數

(.05) (.05) (.05)
　喪偶 -.076 -.032 -.077

(.05) (.05) (.05)
族群背景(閩南)

　客家 .095 *** .095 *** .073 **
(.02) (.03) (.03)

　大陸 .044 .049 .010
(.03) (.03) (.03)

　原住民 -.074 -.070 -.022
(.07) (.08) (.07)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

　國初中 -.054 -.086 * -.052
(.03) (.03) (.03)

　高中職 .072 ** .039 .079 **
(.03) (.03) (.03)

　專科 .154 *** .116 *** .143 ***
(.03) (.04) (.04)

　大學以上 .269 *** .302 *** .264 ***
(.03) (.04) (.04)

宗教信仰(佛教)

　民間信仰 -.032 -.025 -.039
(.02) (.02) (.02)

　基督宗教 .104 ** .101 * .099 *
(.04) (.04) (.04)

　無信仰 -.075 *** -.059 * -.092 ***
(.02) (.02) (.02)

雇用身分(雇主)

　自雇 -.023 .002 -.001
(.04) (.04) (.04)

　受雇 -.010 .020 .017
(.03) (.04) (.04)

　無工作 -.064 -.065 -.023
(.03) (.04) (.04)

續上頁表 4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100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核心網絡總人數a 工具性網絡人數 情感性網絡人數

居住地城鄉別(核心

都會)

　一般都市 .004 -.018 -.013
(.02) (.02) (.02)

　新興市鎮 -.139 *** -.223 *** -.194 ***
(.02) (.03) (.03)

傳統產業市鎮 .012 -.047 .067 *
(.03) (.03) (.03)

一般鄉鎮 -.098 *** -.124 *** -.098 **
(.03) (.03) (.03)

高齡化偏遠鄉鎮 .079 * -.016 -.007
　 (.04) 　 (.05) 　 (.05) 　
常數 1.747 *** 1.467 *** 1.454 ***
　 (.06) 　 (.06) 　 (.06) 　
N 4588 4588 4585
Pseudo R2 .065 .065 .072
Log-Likelihood -9702.6 　 -8667.8 　 -8650.0 　

a. 模型皆採用計數迴歸模型估計。係數下方的括號內為標準誤。

b. 括弧內為虛擬變數之參考組。

（四）影響網絡規模的因素的跨時間變化

上述這些因素對於核心網絡規模的影響是否有跨年度的變
化？這些跨時間的差異反映何種臺灣社會結構的變化？我們將
表 4 模型中的每一個自變項與調查年的虛擬變數（2017 年 =1）
相乘所產生的交互作用項，分別加入模型中，以此來檢視該自
變項的影響，是否在兩個年度之間有跨時期的變化（Firebaugh 
1997）。我們僅以核心網絡總人數為例來說明各個自變項對於規
模影響的跨時期變化。由於模型的控制變項與未加入交互作用項

續上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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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性別、年齡、婚姻及族群背景對網絡規模影響的兩期比較 a

a. 圖中的圓形實線為將所有控制變項固定在平均值之下，自變項對於1997年核
心網絡總人數影響的預測值，方格虛線為2017年的預測值。

之前的結果沒有太大差異，為了簡化統計結果的呈現，我們僅呈
現加入交互作用項之後自變項對於規模的預測值，並以圖形來表
達自變項在不同調查年對網絡規模所產生的邊際影響。7 圖 1 中
的圓形實線為將所有控制變項固定在平均值之下，自變項對於
1997 年核心網絡總人數影響的預測值，方格虛線代表 2017 年
的相同預測值。以圖 1B 為例，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模型估計
2017 年的受訪者在 20 歲、40 歲、70 歲時的核心網絡總人數分
別為 4, 3, 2，而同年齡的 1997 樣本的網絡規模都維持在四人以
上。各圖中的實線都高於虛線，表示 1997 年的網絡規模預測值
都高於 2017 年。從圖 1A 可以看到，控制其他變數之後，男女

7　本文先進行迴歸分析，再將所有其他控制變數固定在平均值，算出自變項的調整後預測值（adjusted 
prediction），並以圖形呈現自變項的邊際影響（marginal effect）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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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絡規模都呈現下降的趨勢。男性網絡縮減的速度似乎比女性
更快，男性的網絡規模從 4.5 人下降至 2.5，下降了近 2 個親密
關係，女性從 4.8 下降至 3.2，減少了 1.6 位，但網絡規模的性別
差異在過去 20 年間似乎沒明顯的變化。

圖 1B 顯示，無論是 1997 年還是 2017 年，網絡規模都呈現
隨年齡下降的趨勢。比較兩年度的斜率可看出，2017 年下降的
速度更快，表示年齡對於規模的負面影響在 2017 年更為顯著。
這個結果可能顯示，隨著臺灣急速地步入高齡社會、婚後與父母
同住或三代同堂的比例下降、老人獨居的比例增高（楊靜利等 
2012；簡文吟、伊慶春 2001），透過組成效果，高齡化對於臺灣
人的平均核心網絡規模會有負面的影響，與美國的實證結果相當
一致（Smith et al. 2015）。圖 1C 顯示婚姻狀態的影響，不同婚姻
狀態者的核心網絡在 1997 年時並沒有特別顯著的差異，但 2017
年的資料顯示，失婚、喪偶之後，核心網絡規模都有明顯下降的
趨勢，顯示臺灣失婚人口的增加，也是造成核心網絡規模縮減的
原因之一。圖 1D 顯示，在 1997 年時，除了客家人的核心網絡
規模比較大之外，其餘族群之間沒有太大差別。至 2017 年時，
原住民的網絡規模有明顯下降的趨勢。造成原住民核心網絡規模
的縮減的可能原因很多，原住民部落的凋零、都市原住民與原生
社群的斷裂、以及遭受歧視都是可能的原因（游宗輝、黃毅志 
2016；黃毅志、章英華 2005），十分值得關心。

在成就地位因素（ascribed status）方面，教育的影響變化
十分顯著，圖 2A 顯示，在 1997 年的樣本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受
訪者，網絡規模差異不大。到了 2017 年時，大學以上學歷比起
小學以下學歷者，整整多了兩位核心網絡成員。1997 年時，小
學畢業的受訪者平均還有接近 4.5 位網絡成員，到了 2017 年，
小學畢業者平均只剩 1.5 位，是規模縮減最劇烈的一個族群。這
個結果似乎顯示，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教育對於建立親密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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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愈來愈重要。過去的研究指出，教育可能透過幾個方式來
影響人際網絡的規模：（1）學歷擴張使得教育不平等跨大，造
成垂直地位間的互動壁壘，使得人數較少的低教育程度者，愈來
愈不容易建立異質的親密關係（Smith et al. 2014）。（2）教育擴
張加深了代間的差異，有可能因而形成代間溝通的障礙，減弱了
家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周玉慧等 2010）。（3）學校與職場愈來愈
以學歷來區隔人群之間的互動，使得不同教育程度間的同事、
友誼、情侶、配偶關係愈來愈不易形成（Smith et al. 2014）。

（4）因為教育程度不同所引起的數位落差，也使得高教育程度者
愈來愈容易搜尋與自己相似的互動對象（Rosenfeld and Thomas 
2012）（5）更重要的是，在學校所取得的人際互動機會及所習得
的人際技能，是建立及累積親密關係的重要管道（Halpern 2004: 
163-66），教育的差距擴大，有可能使得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在
建立親密關係上的機會與能力差距愈來愈大。

圖 2：教育、工作、居住及宗教信仰對於網絡規模影響的兩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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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B 顯示，控制了其他變數之後，雇用身分對於規模的影
響並沒有顯著的跨時期差異，表示網絡規模縮減與受雇身分的變
化沒有太大的關係。圖 2C 顯示除了 1997 年住在偏遠地區人際網
絡規模較大之外，其餘地區沒有顯著的差別。但到了 2017 年，
住在新興市鎮及低度開發及偏遠地區的居民，網絡規模都明顯縮
減，顯示新興市鎮的人口流動及低度開發地區的人口老化，愈來
愈不利於親密關係的發展與維繫。圖 2D 顯示，比較兩個時期，
基督徒的網絡規模縮減幅度似乎較小，而民間信仰者的網絡規模
縮減幅度有擴大的跡象，符合前述組織化程度較高的宗教，其信
徒的人際網絡較為穩固的說法。

（五）哪些核心網絡關係正在消減中？

上述的分析指出各種不同的個人因素對於網絡規模縮減的影
響，這些因素對於核心網絡中的各種不同的關係類型出現的機
率應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離婚對於網絡規模的負面影響，
應該會反映在配偶關係的縮減上，因此從不同關係類型在個人
網絡中出現機率的變化，也可以反映上述社會結構變化對於核
心網絡關係的影響。表 5 顯示不同類型的核心網絡關係分別出
現在 1997 年及 2017 年的工具性網絡及情感性網絡的機率。我
們計算兩種不同的變動，一是絕對的百分比差異量（percentage 
differences），即以 2017 年有提名該關係的比例，減去 1997 年
的比例；正值代表該關係出現在核心網絡的機率增加，負值代表
該關係出現的機率減少。由於每一種關係在網絡中的機率原本就
不同，因此我們進一步將絕對的百分比的變動除以 1997 年的機
率，得到該關係在過去 20 年間的變化率（percentage change）。
兩種數值都具參考價值。各種關係出現在核心網絡的機率也可以
用「絕對機率」或是以「條件機率」（給定生活中存有某種關係）
來呈現，如在已婚者中才有可能出現配偶關係，有子女者才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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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兒女作為談心對象。8 由於本文的論述在於強調人口社會結構
的變化（如少子化、離婚率及不婚率）如何影響核心網絡規模，
因此沒有手足、兒女或配偶等對象可談，也反映社會結構變化的
影響，因此本文不特別以條件機率來呈現這個變化。

從表 5 可以看到，配偶出現在核心網絡的機率下降的幅度最
大，男性在情感性網絡中提到配偶的機率，從 1997 年的 0.48 下
降到 2017 年的 0.26，女性則從 0.41 下降到 0.23，配偶出現在情
感性網絡的機率分別下降了 23% 及 18% 。部分原因是單身未婚
及失婚人口的比例大幅上升所致（參見表 1），但這些「無配偶可
提名」無法完全解釋配偶出現機率下降的情形。根據表 1 顯示，
男性單身與失婚人口在過去 20 年分別成⻑了 5% 及 6%，兩者合
計才 11%，並不足以解釋配偶出現機率下降 23% 的幅度，表示
配偶被提名的機率下降，不單純是「無配偶可提名」所造成，也
包含「配偶非談心對象」的情形。為了清楚區分兩者，我們進一
步篩選已婚者來計算配偶出現的條件機率，表 5 的第二列顯示，
在已婚者中，男性提名配偶的比例下降了 25%，女性則下降了
15%，與包含單身樣本的比例差異不大。這個數據有可能反映臺
灣的已婚者對於婚姻關係與配偶角色的期待有所變化，也有可能
代表婚姻品質正在下降之中（謝雨生、周玉慧 2012）。由於臺灣
離婚率高居不下，加上離境工作的人數不斷上升，到 2017 年已
達 73.6 萬人（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響
家人之間的互動，使得配偶、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變得較不親密

（劉蓉果、朱瑞玲 2016）。

除了配偶之外，與兒女談心或找兒女幫忙的人也大幅下降，
儘管找兒女討論事情或談心的比例原本就不是很高，但下降的變

8　這兩種機率都各有其代表的意義，以條件機率來計算，可以看出關係親密性的變化，例如已婚者是
否愈來愈不與配偶談心。以絕對機率來呈現，除了親密性的變化之外，還包含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
即不婚人口及離婚人口的增加導致配偶出現在核心網絡的機率下降。兩種機率各有論述上的不同功能，
端視論述的重點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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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率十分驚人，男性會與兒女談心事的比例從 16% 下降至 4%，
下降率高達 74% 。母親似乎比父親更容易找兒女談心，但談心
的比例也從 25% 下降到 11%，若僅計算已婚者與兒女談心的
條件機率，下降的趨勢仍舊明顯。生育率下降是導致與兒女談
心下降最主要的結構性因素。有趣的是，1997 年的受訪者中，
找父母談心或討論事情的比例（19%）約略與父母找兒女的比
例（20%）相同，且在 2017 年，找父母談心的比例僅有微幅的
下降，但父母找兒女談心的比例卻大幅下降，特別是父親找兒女
談心的機率大幅減少。這個不對稱性可能顯示親子關係正在經歷
世代變化，與上一代仍然保持親密的關係，但與下一代建立親密
關係變得較為困難（林如萍、黃秋華 2017）。文獻指出，臺灣的
孝道觀念正在轉變中，年輕一代子女探望父母的頻率不若從前，
但老一輩仍然有很強的孝順觀念（林如萍 2012；馬國勳 2007；
許庭瑄 2016；劉蓉果、朱瑞玲 2016）。父母輩過去在經濟快速
成⻑的年代，累積了足夠的儲蓄及房產，在經濟上較不用依靠面
對經濟停滯及少子化的年輕一代子女。不想麻煩子女或不想增加
子女負擔的父母，也因此減少了與子女互動的機會（Tao 2014；
Yeh and Bedford 2003；林如萍 2012；陳肇男、林惠玲 2015；葉
光輝 2009b；劉蓉果、朱瑞玲 2016）。

除了配偶與父母子女之外，少子化也明顯降低了建立手足關
係的機會，除了獨生子女比例增加之外，年輕世代平均僅有一位
手足，也降低了與年齡相近的表或堂兄弟姐妹建立親密關係的
機會。與其他親屬的互動也大幅度下滑，隨著核心家庭的生活
模式愈來愈普及，三代同堂比例下降，加上因為工作或求學所
產生的流動及遷移，也可能使得維繫家族聯繫的力量受資源及
機會的影響而下降（馬國勳 2007；陳肇男、林惠玲 2015；葉光
輝 2009b；葉光輝等 2012）。親屬在情感性網絡中的人數，男性
從 1.55 下降至 0.78，女性也從 2.04 下降至 1.15，都約略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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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然而遠親比例的下降，並沒有帶來「近鄰」人數的增加。
「遠親不如近鄰」的觀念似乎愈來愈不適用於現代社會，鄰居的
關係是下降比例幅度最大的核心關係，過去在核心網絡中接近一
成的鄰居關係，已經剩下不到 3%，可以說是瀕臨絕種的核心網
絡關係。交通便捷及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人際溝通不再受限於空
間距離，人們對於非親屬關係的選擇自由度增加，對於居住隱私
的要求亦提高，請求鄰里協助的需求自然減少。美國與日本的實
證研究也一致發現鄰居出現在核心網絡中的機率有明顯下降的趨
勢（Ishiguro 2018; McPherson et al. 2006: 358-59）。 

在非親屬關係中，除了鄰居關係大幅下滑之外，最為顯著的
變化是朋友關係在女性的核心網絡中大幅成⻑，無論是工具性網
絡或是情感性網絡，成⻑率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所有核心關
係中唯一有成⻑的關係。教育的普及與女性勞參率增加，使得女
性生活空間向外拓展，親密關係的建立不再侷限於親屬或鄰里的
網絡（Burt 2019; Moore 1990; Stoloff et al. 1999; van Emmerik 
2006）。性別平等也可能使得女性的社交活動增加，即便是沒
有全職工作的持家者，也有可能透過社區、學校、或志工團體
中建立更多的親密友誼關係（Lubbers et al. 2019; van Emmerik 
2006）。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同事與同學的關係在個人核心網絡
中都有明顯下降的趨勢，特別是男性提名同事為談心對象的比例
下降幅度超過四成。由於同學與同事之間往往具有競爭關係或利
害關係，不一定適合做為談心或諮詢對象，這個數據是否反應學
校及職場競爭氛圍愈來愈不利於友誼關係的發展，有待進一步的
研究。

雖然各種關係成為核心網絡的機率不一，但無論是親屬或非
親屬關係，都有縮小的趨勢，因此整體而言，親屬佔核心網絡
的比例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在 1997 年時，親屬人數佔女性情感
性網絡人數的比例比男性高，但到了 2017 年，親屬的比例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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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性別差異。親屬比例在男性樣本中幾乎沒有明顯的變化，
僅微幅下降了 5%，但女性核心網絡中的親屬比例卻有明顯下降
的趨勢，工具性網絡從 1997 年的七成變成 2017 年的六成，情
感性網絡則從六成掉到五成，與上述女性的核心網絡中朋友比
例的增加相互印證。親屬比例下降與國外的研究發現相當一致

（Hampton et al. 2011; McPherson et al. 2006）。儘管如此，親屬
關係仍佔核心網絡一半以上，家庭規模縮減與家庭價值的變化，
並未使臺灣人的人際網絡從以家人為核心，逐漸轉向以非親屬關
係為主的網絡，家庭成員仍是親密關係主要來源。

（六）人際網絡被網路社群取代？

核心網絡規模的縮減是否肇因於資訊技術革命的影響？部分
實證研究指出，網路拓展了個人連結的可能性，使得與他人溝通
不再侷限於有限的時空範疇，因此不但一般人際網路會變得更豐
富、更多元，核心網絡也會隨之擴大（Fischer 2011; Hampton et 
al. 2011; Rainie and Wellman 2011）。也有學者指出，網路上的各
種人際互動，依然受社交能量及時間的限制，主要還是反映現實
生活的人際網絡，科技並沒有明顯改變個人日常生活中的核心關
係（Dunbar et al. 2015）。另有些學者悲觀的認為，過度的沉浸
於網路世界，使得年輕世代習慣於透過資訊介面來與人互動，而
形成真實世界中互動的障礙，因此現實生活中的核心網絡成員人
數會下降（Klinenberg 2012; Turkle 2011a; Turkle 2011b）。究竟
網路上的人際網絡是否會影響個人的核心網絡？其間是互補還是
強化的關係？核心網絡規模的縮減是否是因為網路取代了部分親
密關係的功能？雖然討論資訊技術的改變對於人際網絡造成的影
響，並不是一篇期刊論文可以處理的問題，但本文仍提供一些初
步的觀察作為未來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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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核心網絡人數與上網時間的關係

a. 圖中的預測值為控制了性別、教育、年齡、婚姻、及日常接觸人數之後，將
所有控制變項固定在平均值之下，核心網絡人數對於平均每日上網時數的影

響。

在 2017 年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有針對受訪者平常上網的
時間進行調查。在 1,761 位受訪者中，只有 16.6% 的受訪者平日
沒有上網，75%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幾乎天天上網，所有受訪者平
均每日實際上網時間為 3.21 個小時。9 核心網絡人數為零的受訪
者平均上網時間僅有 1.57 個小時，遠低於全體的平均，表示現
實生活中的孤立者，在虛擬世界中也不活躍。圖 3 顯示，核心網
絡人數與上網時數呈現明顯的正相關（r=0.323，p<.000）。核心
網絡規模愈大的受訪者，上網時間也較⻑，因此比較接近「網路
反映現實人際關係」的圖像，兩者並非呈現互補關係。如果網路
取代了與人建立實際親密關係的機會與需要，則上網時間與核心

9　實際使用網路的時間，包含工作時上網、與人聯絡、閱讀資訊或影音資料，但單純掛在網路上的待
機時間不納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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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規模應呈現反比。這個結果與美國研究手機與網絡的使用與
核心網絡規模呈正相關的發現一致（Hampton et al. 2011）。

六、結論

臺灣的個人核心網絡的規模在過去二十年間是否有明顯的變
化？本文從美國社會學界激烈辯論的問題出發，以相隔二十年的
社會變遷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臺灣人的個人核心網絡規模的
確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兩種不同網絡規模的測量都得到規模縮減
的一致結果。過去美國關於核心網絡規模變化的實證研究，被部
分學者質疑是調查方法上的問題所產生的人為結果，特別是來自
訪員與受訪者效應的影響，學者也質疑美國社會中並沒有足以解
釋網絡規模縮小的對應社會結構變化。本研究分別從調查方法上
及臺灣社會的實際變化來討論所觀察到的縮減趨勢。本文首先從
訪員效應、受訪者效應、問卷文字差異以及問題順序與位置可能
導致的偏誤來進行評估，發現並沒有證據顯示在問卷設計上或執
行調查過程中，有明顯的系統性偏誤。即使有少許偏誤存在，
偏誤的方向也指向低估 1997 年的網絡規模。換句話說，若有偏
誤，1997 年的平均網絡規模將會比實際觀察到的更大，網絡縮
減的趨勢將更為明顯。因此本文認為臺灣個人核心網絡規模的縮
減，很難歸咎於調查方法所引起的人為偏誤。

排除了方法上的問題之後，本文先以資料呈現 1997-2017 年
間，臺灣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及核心網絡規模縮小的變化趨勢，
然後進一步分析影響網絡規模的相關因素。本文以相隔二十年的
個人層級調查資料來論述臺灣社會的變化，主要是基於社會結構
是由個人網絡關係及關係模式所組成、社會結構的變化與個人
社會網絡的變化之間應該有對應關係的理論預設（Erik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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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hiuto 2017）。推論邏輯可以簡單表達為，若某個人因素（如
年齡）對於網絡規模有顯著影響（如規模與年齡呈負相關），且
過去二十年間該因子在人口中所佔的人數比例也有顯著的變化

（人口老化），則根據組成效果可推論該因素為造成網絡規模變化
的可能原因之一。表 4 的分析顯示，多數對網絡規模有影響的
個人因素，包含女性及高教育者的核心網絡規模較大、年⻑者的
網絡規模較小，都與過去文獻的發現相當一致（Brashears 2011; 
Ishiguro 2018; McPherson et al. 2008; McPherson et al. 2006）。
圖 1 及圖 2 的交互作用的結果也指出，個人因素在 1997 年時對
於網絡模影響不大，但網絡規模在 2017 年時受到年齡、教育程
度、婚姻狀況、居住地的影響愈來愈明顯。這些結果與表一所呈
現的臺灣社會近二十年來的人口與社會結構變化相互呼應，包括
人口老化、教育擴張、不婚與失婚比例增加及都市化等。隨著人
口的老化及少子化，核心網絡規模隨年齡而下降的趨勢變得更為
明顯。造成老人核心網絡規模縮減一個單純的原因是平均壽命延
⻑，由於身邊親密的人會隨著年齡逐漸凋零，老人的社交活動能
量也會隨著健康狀況而下降，因此在退休之後，一般人身邊周遭
的親密朋友會愈來愈少（Moore et al. 2018; Smith et al. 2015）。
此時除了來自晚輩家人的照顧之外，⻑輩、同輩親屬、朋友、同
學、或同事等核心成員都會逐漸減少。一般而言，活得愈久，核
心網絡會愈小（McDonald and Mair 2010）。因此老人佔人口比例
愈高，國人的平均個人核心網絡規模自然會愈小，這是人口結構
組成的變化使然。本研究發現，失婚與喪偶者的核心網絡規模也
有明顯縮小的趨勢，究竟是失婚者的自我隔離所造成、還是在建
立親密關係上遇到阻礙，還有待後續學者進一步研究。無論何種
原因，若失婚者的核心網絡規模比較小，則隨著離婚人口的比例
增高，離婚者網絡規模縮減也會造成平均核心網絡規模的下降。
核心網絡規模在 1997 年時並沒有顯著的教育程度差異，但 2017
年的資料顯示，不同教育程度者的網絡規模有很大的落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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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較低的族群明顯在親密關係的建立上愈來愈受限。由於教育
程度較高者，核心網絡規模較大，因此教育擴張應該有助於整體
平均規模的提升。何以在教育水準提升的同時，整體核心網絡平
均規模反而下降？這些結果告訴我們各種因素對於核心網絡規模
的影響十分複雜，10 需要學者接續研究。

整體來看，Fischer 等人所提出「沒有對應的社會結構變
化」的挑戰並不適用於臺灣。東亞的人口社會急速變動近年來已
經引起國際社會學者的注意（Hannum et al. 2019; Raymo et al. 
2015）。如果 Fischer 及 Paik 的挑戰有理，即穩定的美國社會結
構不應該產生明顯的人際網絡變化，則在變化急速的東亞社會
中，「沒有變化的人際網絡」才是需要被解釋的非正常現象。

七、研究限制與尚待研究議題

由於調查研究設計與執行過程的不完美，本研究也面臨幾
個限制。首先，本研究的訪員效應 ICC 的值介於 0.14 與 0.27 之
間，訪員間的差異依然顯著，雖然部分原因是訪員負責的訪區有
調查難易程度上的不同所致，但本研究並未估計究竟有多少變
異是來自訪區不同或訪員本身特質所造的差異（Brunton-Smith 
et al. 2016）。本文按照 Paik & Sanchagrin 兩位學者的建議，將
訪問地區加入模型及將 outlier 訪員的樣本排除之後，重新估計
ICC 及網絡規模的變化，並未得到不同的結果，不過仍然無法完
全排除訪員效應所可能產生的偏誤。第二，兩期的問卷題目文字
不完全相同，儘管本文提出理由及文獻來說明這些文字差異不致
於影響本文的分析結果與結論，但仍舊無法估計來自受訪者對於
題目文字的認知與詮釋不同所產生的影響。第三，社會變遷調查

10　組成效果為相關因子的影響係數大小，與因子變化比例相乘所得到的結果，且各影響變數之間還
有可能產生交互作用，無法單一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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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員素質及執行品質會隨著調查經驗而愈來愈標準化，因此規
模的差異也可能是源自於調查執行品質的影響。第四，過去在討
論社會人口結構變化對於某種現象的影響時，經常考慮兩種不同
的效果，一為組成效果，即人口當中某類人口的比例變化所產
生的影響，二為因為組成變化所帶來的相對地位的變動（Breen 
and Karlson 2013.; Breen and Jonsson 2007）。以教育擴張對網絡
核心規模的影響為例，本文指出高教擴張可以透過幾個機制對於
人際網絡規模產生影響，首先，由於高教育者的網絡一般較大，
隨著高教育程度的人增多，平均網絡規模應該會增加，這是單純
由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變動所產生的組成效應影響。其次，
隨著高教的人數增多，人口當中人與人之間的教育程度距離也會
隨之擴大，教育程度差距有可能形成人際交往的阻礙（Smith et 
al. 2014）。例如教育的垂直距離擴大，使得人數較少的低教育程
度者愈來愈不容易找人諮詢或談心，這是相對地位的差異所產生
社會隔離。因此網絡規模隨著高教擴張而增加的趨勢，有可能會
被社會距離及社會隔離增加的負面影響力抵銷，若負面力量大於
正面影響，兩者的淨影響可能導致網絡核心規模的縮減，反之，
若正向效果大於負面效果，則平均核心網絡規模有可能因而增
加。因此教育對於核心規模的淨影響並不容易斷言，還有待後續
者進一步分析。人口中的年齡結構變化對於規模也有同樣的作
用，但因為老人人口比例增加與老人核心網絡規模較小，都同時
對核心網絡規模有負向影響，因此人口老化對於核心網絡規模
的負面影響較容易確定。本文雖然運用個人層級的迴歸分析，
在控制其他因素之下，分別討論各種因子對於網絡規模變化的
影響，但無法結合人口組成的變化來估計所有這些面向同時作用
的整體效果（Rothe 2015）。第五，核心網絡規模縮減，除了反
映臺灣社會結構的變化，也可能隱含臺灣人的倫常規範、家庭角
色、人情關係、及互動模式等正在產生變化（林如萍 2012；葉
光輝 2009a；葉光輝等 2012；劉蓉果、朱瑞玲 2016；謝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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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慧 2012）。本文僅從網絡規模來討論臺灣社會的結構變化，
忽略文化在這些變化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Pachucki and Breiger 
2010）。

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僅集中討論核心網絡規模縮減的現
象，其中延伸出很多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問題：（1）臺灣人的網絡
規模縮減代表臺灣人愈來愈趨於獨立？還是越來越孤獨？人際網
絡縮減代表對於親密關係的需求減少，還是人們愈來愈難建立深
入的親密關係？孤立者的比例大幅提升，有可能是青年世代逐漸
擺脫華人社會的家族及集體主義，朝向更自主、更多元、更彈性
的關係及身分認同發展；也有可能代表臺灣人的整體社會資本下
降，相互支持的社會網絡（social support）縮減，導致人們愈來
愈疏離、寂寞。本研究的初步分析顯示，孤立者並沒有比一般人
有更高的孤獨感（loneliness），11 反而是核心網絡愈大的受訪者，
比較容易感到寂寞，其間的因果關係十分複雜，後續學者可以進
一步分析。（2）特定的溝通聯繫工具如手機、社群媒體、網際網
路、遊戲乃至於交通工具及人工智慧的創新如何改變人際互動模
式及人際網絡的結構？科技資訊的普及有可能同時改變了核心網
絡關係的形式（form）與內涵（content）（Bargh and McKenna 
2004; DiMaggio et al. 2001）。在形式上，通訊技術一方面可能使
關係的互動強度變低、流動性變大、網絡密度變稀疏，不利於親
密關係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使網絡的觸及面更為多元，互動
頻率變高，有助於核心網絡的發展。在內涵上，網路上的互動愈
來愈以資訊分享及個人情感的自我表達為主，對於特定關係的
承諾與關懷下降，不見得利於親密關係的發展。另一方面，透
過網路較容易搜尋篩選知心對象，更容易發展相似的親密關係

（Hampton et al. 2011; Rosenfeld and Thomas 2012）。究竟資訊科

11　結合兩期的資料的分析顯示，寂寞感，以 1（沒有）到 4 分（經常）來衡量，與情感性網絡人數，
工具性網絡人數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0.065 及 0.070，相關係數不但不高，且方向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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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如何影響網絡規模及組成變化，也需要更多的研究（Bargh and 
McKenna 2004; DiMaggio et al. 2001; Dunbar et al. 2015）。（3）
人際網絡規模的變化如何影響個人網絡組成結構（configuration）
的變化？個人網絡是愈來愈趨於同質，還是會愈來愈趨於異質？
網絡的密度會因為規模縮減而變得更緊密？還是規模縮減同時伴
隨網絡品質的下降？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對於人際角色規範、身
分認同、身心健康、生命機會會產生哪些影響？張明宜、傅仰
止（2019）利用 1,531 位大學生的調查及臉書的授權資料，提出
影響大學生網絡規模的個人及結構因素，這些結論是否能進一步
推論到一般民眾也是後續值得研究的議題。（4）美國學者 Mario 
Small（2017）指出，過去認為核心網絡是由強連結的親密關係
所組成的假設並不正確，他研究一群研究生發現，人們其實會儘
量避免與過於親密的關係討論個人的問題，反而是沒有利害關
係、偶然邂逅的弱連結，經常成為吐露心事的對象。臺灣與美國
雖然文化不同，但是因為核心網絡的密度高，資訊保密或利害關
係都會成為談論敏感話題的考量，特別是當有些親密關係（如配
偶或親子）本身就是個人煩惱的來源時，可能就無法成為談心或
諮詢的對象。因此網絡規模的下降，可能反映部分親密關係愈來
愈難成為談心對象的現象，值得進一步分析。（5）Simmel 指出
現代社會中由於各種角色規範的衝突，個人在建立核心關係上的
自由度大幅成⻑，個人的核心網絡不再是按照親疏遠近所構成的
同心圓結構（concentric circle），各種關係身分與角色的認同，
愈來愈趨於交錯及重疊的關係所形成的多重軸心系統（spoke 
system）（Mollenhorst 2008; Pescosolido and Rubin 2000; Simmel 
1955; Smith 2010）。由於時間資源的限制，個人投入在維繫各種
關係的時間及精力必須有所取捨，投入較多感情及承諾的個人核
心網絡關係，角色認同愈強，因此核心網絡規模與組成的變化，
也反映了現代人對於特定關係的承諾與取捨的變化。相對於親屬
關係所界定的角色義務，非親屬的核心關係一般以人情與友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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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作為維繫關係的力量。在傳統強調關係（guanxi）的社會中，
關係的優先性高於個人的需要。在市場經濟中，「需要」則先於

「關係」，關係能否維持，不但決定於關係是否能滿足個人需要，
也決定於是否有其他關係能提供更好的服務或更低的成本（Bian 
2019）。現代人如何在工具性網絡與情感性網絡中取得平衡，也
是值得探索的問題，有待後續學者用更嚴謹的資料來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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